西夏钱币和官印研究浅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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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币和官印，在过去，属金石学的范畴。有关西夏钱币和官印的收藏、研究和著录，至迟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开始。20世纪50年代、特别是70年代以来，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，西夏钱币和官印也有很多重要的发现。学界人士凭借丰富的实物资料，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突破前辈著录释读、考证辨伪的窠臼，开始对西夏货币制度和官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的探索，力求通过多角度、多层面的研究，揭开西夏王国的历史面纱。数十年来，发表了不少论文、报告，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。这些成果，丰富了西夏学的内涵，填补了中国钱币和官印研究的空白。

西夏钱币研究

西夏钱币的研究，当然主要是铜铁钱币，同时也涉及金银、交钞的使用，和西夏的货币经济等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，人们的注意力在钱币方面，其后，又深入到金银、交钞方面。下面，分5个问题分述如下：

一、前人对西夏钱币的研究

《宋史·夏国传》：西夏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（公元1158年），“始立通济监鋳钱。”这是有关西夏铸钱仅有的记载。但是，从金石学的角度著录西夏钱币，则是晚到清乾隆《钦定钱录》（公元1750年），始明文著录了“天盛元宝”。从清乾隆到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世纪中，我们的先辈在西夏钱币研究上作了不少工作。笔者广为收集资料，进行梳理，概括出如下三项： 

第一，系统地著录了西夏钱币。清嘉庆十年（公元1805年），金石学者刘青园，在凉州（今甘肃武威）发现西夏钱币窖藏，他从中捡得“西夏元德、天盛、乾祐、天庆、皇建、光定诸品”，还有“西夏梵字钱”。这是首次见于文献的西夏钱币的一次重大发现。初刊于嘉庆十四年（公元1809年）的初尚龄《吉金所见录》，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系统的著录。从而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“天盛元宝”的认识，使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，形成系列，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。晚出的钱谱论著，诸如张崇懿《钱志新编》，李佐贤《古泉汇》，倪模《古今钱略》，以至丁福保《古钱大辞典》等，皆相沿著录，或从中采撷西夏钱币资料。

第二，破读了西夏文钱。西夏文字是西夏法定文字，也是西夏钱币使用的文字之一。13世纪后，随着西夏的灭亡和党项族的消亡，至迟在明代中期，西夏文字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。钱币上的西夏文字当然也就无人认识。约3个世纪后的1804年，乾嘉派学者张澍，在其故乡凉州发现了“西夏碑”，才又重新认识了“夏国字”
。刘青园是看到这块碑的第二个学者。根据碑上“夏国字”，认识了过去所说的“梵字钱”是西夏文钱，但是当时并不识其为西夏何字。

本世纪初，随着西夏学的发展，西夏文字的研究和释读取得了重大进展。1914年，西夏学者罗福苌在其《西夏国书略说》中，第一次著录并译释了四种西夏文钱，依次为“福圣宝钱”、“大安宝钱”、“乾祐宝钱”、“天庆宝钱”，结束了西夏文钱统称“梵字钱”的历史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1937年，古泉家赵权之，又发现并译释了西夏文“贞观宝钱”
，使西夏文钱币品种更为丰富。

第三，对部分钱币进行了考证辨伪工作。清乾嘉以降，钱谱如林，成果累累。与此同时，伪造钱币之风亦极盛行，就是优秀的钱谱，也难免杂入伪品钱。上述《钱志新编》、《古泉汇》、《古今钱略》，都是清代的重要钱谱，它们在相沿著录西夏钱币的同时，也杂入一些伪品钱，如“天授通宝”、“正德元宝”、“应天元宝”、“乾定元宝”等。方若《言钱别录》、丁福保《古钱大辞典》，正确的认定这些钱币为伪品。铁钱“永安一百”、“永安一千”，自道光以来，有北凉、南唐诸说，而《古今钱略》著录为西夏钱。泉人郑家相论据确凿，力排众议，认定为五代刘守光据燕时所铸，否定了是西夏钱的说法
。

应该看到，由于时代的局限，我们的先辈不可能获得丰富的实物资料，而幽闭书斋，与世隔绝，仅凭几枚传世品，进行见物不见人的研究，必然制约着钱币学的发展。20世纪50年代以前，《泉币》是唯一发表过西夏钱币文章的刊物，然而，只有７篇，每篇二三百字，总计不足二千字，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。但是，先辈的成果，必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，我们应当倍加珍视。

二、西夏钱币的发现和研究

20世纪60年代以前，尽管也有钱币和货币史方面的论著出版，但有关西夏钱币的内容，少得可怜。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货币史的权威巨著、彭信威《中国货币史》1965年第三版，涉及历代钱币、货币制度，货币购买力、货币理论、信用等各个方面，约74万字，可谓洋洋大观。然而，涉及西夏钱币者仅有千字，可见一斑。

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在西夏的陵墓、遗址、窖藏、城址、古塔中多有发现，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不少钱币窖藏。到目前为止，西夏钱币窖藏，见诸报导的近三十处，其中重要的、报导较为系统的有十几处，分布在宁夏、甘肃、内蒙古西部、陕北等西夏故地。又如远离西夏故地的湖南、湖北、辽宁、吉林、内蒙古东部也有零星发现。出土了诸如隶书“元德通宝”、折二“元德重宝”、行书“乾祐元宝”、背“西”字“天盛元宝”铁钱等珍稀品种，特别是从未见之著录的篆书“光定元宝”、隶书“大安通宝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完整的钱币窖藏，给我们的不仅是多少品种、多少数量的钱币，而且从窖藏位置、周围环境、窖藏结构等方面，提供了更多供我们研究的信息。这些都是传世品所不能比拟的。数十年来，业内人士对西夏钱币的研究，在钱币学、货币史、西夏学的新著中有所反映，更体现在所发表约150篇论文、报告、报导中，其中不乏精道之作。总览这些成果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，对有关西夏钱币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，基本理清了西夏钱币的眉目。过去，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，散见于钱谱书刊，文字贫乏，内容简单，没有一篇完整、系统的论述。人们对西夏钱币的了解，常常是支离破碎，真伪莫辨，很难窥其全貌。经过对清代以来数十种钱谱、论著中有关资料的排比、分析，终于搞清了：最早明文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，是乾隆《钦定钱录》；第一部系统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，是《吉金所见录》；第一次译释了西夏文钱币的著作，是《西夏国书略说》。同时，根据新的出土品和前人研究的成果，对钱谱论著中的二十多种西夏钱币，一一加以辩证，考其源流，定其真伪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
（后附西夏钱币简表）。宋代洪遵《泉志》所谓“梵字钱”，现在知其为是西夏文“大安宝钱”，而当时是一种既不知其为何国、又不识其为何字的钱币
。

第二，考证和认定了部分存疑的西夏钱币。过去，对一些西夏钱币，诸如折二“元德重宝”，行书“乾祐元宝”，背“西”“天盛元宝”铁钱等，仅见个别记述，很难得到学界的认定。近年来，这些钱币的相继出土，使上述记载成为定论。隶书“元德通宝”平钱，是越南钱还是西夏钱，从清末争论到80年代，长期不得一决，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一次出土3枚，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
。丁氏《泉志蔶华录》、《古钱大辞典》著录折二西夏文“大安宝钱”，唐石父认为系据《吉金所见录》“西夏梵字钱“仿刻”，得到学术界的认同
。

第三，对西夏钱币制度的研究，有了良好的开端。西夏钱币最大的特点，是将本民族的文字用于钱币，诸如“大安宝钱”、“天庆宝钱”等。辽、金也是少数民族政权，也有自己的契丹文和女真文，但没有反映在自己流通的钱币上。然而，西夏钱币制度的主要方面，是受北宋影响的，北宋流行年号钱，盛行对钱，西夏无论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，都是年号钱。1984年，银川滚钟口“乾祐元宝”行书、真书对钱，和“光定元宝”篆书、真书对钱的出土，进一步证明北宋钱制对西夏钱制的深刻影响。

第四，对西夏货币经济，进行了有益的探讨。很难想象，在西夏陵墓、遗址、城址的考古中，西夏钱不一定有，而北宋钱却绝不会少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所有铜钱窖藏，都以北宋钱为主，约占80--90%，西夏钱没有超过1.8%。笔者对贺兰山大风沟、榆树台、滚钟口三处窖藏钱币计量分析，北宋钱币分别占84.9%、87.2%、85.6%，而西夏钱币仅占1.4%、0.9%、1.5%。这大量的材料，强烈地说明一个事实，就是西夏虽然铸造钱币，但西夏社会上流通的主要币种不是西夏钱，而是北宋钱。“究其根本原因，还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所致。”同时反映了“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宋朝的依赖，是宋夏关系方面的一件大事，也是西夏社会经济一大特点”
。

三、西夏铁钱和铁钱专用区的设置

在西夏钱币窖藏中，铁钱窖藏集中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临河、包头、达拉特旗、准格尔旗黄河一线；出土量很大，动辄数千斤，甚或万斤。这是铜钱窖藏所未有的。宋朝为防止铜钱外流，大量鋳造铁钱，在临近西夏的陕西、河东铜铁钱兼用区内使用。西夏是否也有铁钱专用区呢？内蒙古的学者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，最早提出西夏“与金贸易区为铁钱流通范围”
。20世纪末出版的西夏法典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（简称《律令》），对这一说法作了肯定，并被学界所接受。《律令》明确规定：“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，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”。若违律时，不论多少，都要受到“二年”徒刑的处罚
。也就是说，西夏同宋朝一样，铁钱的使用有地区限制的。按：西夏也有“北院”，当然是指西夏北部与金接壤的地方。按地望，发现铁钱窖藏的内蒙古河套地区，当属西夏北院，而不是南院。引文中的“南院”，很可能是指西夏南部与金接壤地方，但我更怀疑可能是法典印刷有误，将“北”误印成“南”。如按此理解，即西夏铁钱只限在北方与金接壤的地区使用。

西夏所以设置铁钱专用区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。

首先，与宋代每朝都铸铁钱不同，西夏只有仁宗仁孝铸过“天盛”和“乾祐”两种铁钱。但西夏人使用铁钱的时间，却甚为久远。因为宋朝规定，“陕府系铜铁钱交界处，西人之来，必须换易铜钱，方能东去。”
也就是说，早在庆历年间，宋朝设置河东、陕西铜铁钱区的那一天起，西夏人就开始使用铁钱了。公元1127年，宋室南迁，断绝了北宋钱币输入西夏之路；而仁宗时期，西夏因“茶山铁冶”为宋所有，而用青白盐换来的宋代“大铁钱”与金交易就要贬值，使西夏“商人苦之”；这都迫使西夏不得不设“通济监”，并大量铸造铜钱、铁钱。仁孝鋳钱之多，这在考古上也是得到应证的。

其次，由于地理的隔绝，夏与南宋基本上没有经济往来，而金便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。河套地区，属西夏胜州故地，隔河与金天德军、云内州相对；向东南，与陕西的绥德、保安为邻。这些历来是西夏与宋、辽进行边境界贸易的榷场所在地，到了金代，相继恢复与扩大，商贸活动活跃。西夏人在使用宋朝铁钱的经验中，也深得其中的奥妙。西夏政府为了防止铜钱外流，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，设置铁钱区也在情理之中。

第三，西夏境内有丰富的铁矿，设有“铁匠局”，负责铁器的生产，并明确规定了生产每类铁器的耗减率，说明西夏具备了大量铸造铁钱的物质条件。安西榆林窟中著名的西夏壁画“锻铁图”，图中的木风扇鼓风设备，与宋朝使用的略同，说明西夏的锻冶技术已相当发达，大体与中原地区保持同一水平。故而，宋人叹曰，西夏所造“甲胄皆冷锻而成，坚滑光莹，非劲弩可入。自京齎去衣甲皆软，不足当矢石。以朝廷之事力，中国之伎巧，乃不如一小羌（西夏）乎！”
。

四、西夏白银、交钞的使用
西夏是否鋳造和使用银币，是否使用交钞，是西夏货币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俄藏黑水城文献研究成果的相继发表和出版，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。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，在辞书《文海》、兵书《贞观玉镜将》、特别是《律令》中多有反映。陈炳应先生在利用汉文文献的同时，充分利用西夏文文献对西夏白银、交钞的使用和“钱币法”进行了研究，先后发表多篇文章
，进行论述，取得重要成果。

第一，西夏有无金银矿，是否能冶炼锻铸金银器的问题，仅根据汉文文献是解决不了的。而《文海》、《律令》等文献，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：即西夏境内有金银矿，并将“为官方采金、熔银铁”，作为 苦役之一
。设“金银工人院”，负责金银器的打造，并有“金银损耗法”，明确规定熔铸金银器耗减数字
。

第二，西夏的白银是如何使用的？从综合汉夏文献看，有的用于贸易，有的放高利贷，但主要是赏赐。贸易方面，西夏毅宗谅祚派往宋朝的使臣“以钱银博买物色”
；惠宗秉常处理一起贸易纠纷案时，当事人有“鋳银近万，乃持裂用，诸处为贩。”
放高利贷方面，毅宗谅祚的近臣高怀正“贷银夏人”，以谋利被处死
。主要是赏赐，据《贞观玉镜将》记载，西夏军队赏罚严明，有关规定，系统具体，有很强的操作性。对立大功、奇功人员，除提升官职外，奖赏的诸多物品中还有金银制品、银锭；银器中有“银碗”、“银腰带”、“银鞍鞯”等；金器中有“金碗”、“金腰带”、“金鞍鞯”等。如“百两银碗”、“十两金腰带”等。《律令》记载，所奖诸多物品中还有银两，按功劳大小，有1两、2两、3两、5两、7两等。

第三，西夏金银的使用形式，从上文中已可看出，有的是割裂的银块，有的为金银器皿，有的是银锭等，另外，还有银币。银锭在甘肃武威已有发现，共22件，上有重量、“行人”、“称子”等錾刻文字，及“使正”、“官正”、“赵铺记”、“夏家记”等戳记。据研究，其形制与宋、金银锭“基本一致”
。至于银币，据载，仁宗时，尚食官阿华因敢于直谏，仁孝皇后“赐银币奖之”
。但银币形制不明，尚待考古发现。

宋朝使用交钞，与宋往来密切的西夏是否也使用交钞？不能不为学人所关注。至今未发现任何西夏纸钞的线索，但却有文献证明西夏在使用宋朝的交钞。陈文援引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宋会要辑稿》中诸如宋庆历六年（公元1046年），蕃官刘化基“以官钞易马”事；宋庆历七年，西夏、唃厮啰著人收买“陕西粮草、交钞”事；宋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，宋宰臣韩琦言，“秦州永宁寨以钞市马”事等资料认为：“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，在宋、夏官私边境贸易中，在西夏与宋之间的贸易中，都曾使用过宋朝发行的交钞。”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中肯的，资料是充实的。

五、西夏钱币法 

    西夏钱币的使用范围很广，除在社会上买卖购物外，还有诸如：官吏俸禄、劳动力计值、财物折钱计算、納税、典当借贷、赏罚等，遍及《律令》各章。这实际上是货币流通状况和货币经济发展的反映。钱币是无孔不入的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。

货币经济的发展，也反映在管理机构的设置、钱币铸造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上等，或可视为西夏的“钱币法”。

一、管理机构。根据《律令》，西夏“铸钱”事，归“户案”（略同于“户部”）管理；还设有“钱监院”，可能是政府专管“铸钱”的机构。但“钱监院”是否就是“通济监”？则尚需斟酌。

二、铸造管理。《律令》规定了铸造钱币和库存钱币的损耗率。铸造钱币“一两中可耗减二钱。”即损耗率为20%。官库中的“钱朽烂”，“一缗可损耗二钱”，即0.2%。有关人铸钱造成损失，要受到“黥杖”，并服“苦役”的处罚。库存钱谷交接手续，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。还规定，其他匠人不得“鋳钱、毁钱”，若违律，要受到与“到敌界卖钱”同样的处罚。

三、流通管理。1、禁止到敌国去卖钱；2、禁止在水上运钱到敌界买卖。3、铁钱的使用有地区的限制，设置铁钱流通区，禁止将南方的铁钱运到京师（中兴府），禁止将京师的铜钱运到南方。若违反禁令，都属犯罪行为，按情节轻重，给以相应处罚；检举人可得到相应奖赏
。

数十年来，西夏钱币的研究，可谓成果累累，前无古人。但是，有些问题，尚待深入研究。如，仁孝所铸铜钱，远远大于前朝，但有趣的是：“天盛”钱在数量上有较大的突破，“乾祐”钱又明鲜减少；而铁钱与之相反，“乾祐”钱数量很大，而“天盛”钱仅为“乾祐”钱的十分之一。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？仁孝之后的纯祐等几代，为何又只铸造铜钱而不继续鋳造铁钱？西夏南部在今甘肃、青海一带与金接壤，尚未见有铁钱窖藏的报导。是根本没有呢，还是没有发现。还有，西夏社会的购买力、西夏钱与宋钱的比值、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，西夏钱币与西夏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的联系等等，都需要加强研究，进一步探索。又如，陈炳应先生关于西夏文“福圣宝钱”，应译为“禀德宝钱”，认为是元昊钱的问题；还有关于西夏钱币的版别和对钱划分的问题等，都有待深入研究。相信，通过学人的共同努力，一定会有新的成果出现。

西夏官印研究

官印，是古玺印的一种，是封建王朝各级机构、各部门长官行使权力的凭证。中国使用玺印，始于商周，盛于秦汉，成熟于唐宋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玺印的形制，随着朝代的更替有所变化。对古玺印的摭拾成谱，始于明代；殆至清末，盛极一时。同时出现了官印专书瞿中溶《集古官印考》十七卷；吴式芬、吴大澂皆以收藏金石、玺印闻名于世。

对西夏官印的收集和研究，是与西夏学的兴起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。清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就有著录，如吴云《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》录有3方，但因不识其字，不知其为何印。最早认识西夏官印并进行摭拾和研究的，是著名学者罗振玉、罗福苌父子。1914年，罗福苌《西夏国书略说》，收录2方。1925年，出现了第一部西夏官印专书——罗振玉《西夏官印集存》，已达33方。此后，王静如《新见西夏官印考释》、刘体智《善斋吉金录》、李培基《古鉴斋印谱》等著作中皆有收录。1982年，罗福颐集国内文博部门者37方，录自旧谱者37方，录自日本太田梦庵《枫园集古印谱》者18方，来源不明者5方，总97方，编成《西夏官印汇考》，为当时集大成的专集。

需要说明，上述著录，多为传世品，罕见出土者。1958年，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首次出土一方，1978、1979年，东胜、准格尔旗各出土一方。据白滨《西夏官印、钱币、铜牌考》一文统计，各家著录及各地文博等部门收藏总计已达130余方
。此后，陕西横山、宁夏固原、同心、盐池，内蒙古准格尔旗，甘肃兰州、民乐，远及青海、四川都有出土和发现，加上民间收藏尚未报导者，估计约有150多方。这些官印，皆为铜质、方形。有六字印、四字印，而90%以上为“首领”二字印。印文为白文（阴文）九叠大篆。印背多左刻年款，右刻姓名，也有未刻者，或年款、姓名易位者；纽上刻西夏文“上”字。造型规整，屈曲平满，是古玺印的优秀制品之一。
对西夏官印的研究，是从背款文字开始的。早年，罗振玉《西夏官印集存》，就根据译释年款，“考之宋史”，“订正其误”；王静如、罗福頤，根据新的发现，也对西夏纪年的错误，进行了订正。印背所刻党项族首领姓氏，如嵬名、磨壁等，是研究西夏姓氏乃至民族的新资料。然而，比之年款、姓氏，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印印文的认识。西夏官印印文，笔画重叠，盘旋曲折，字形诡谲，加上任意增减笔画，更是难以认识，从清末到70年代，未见有涉猎者。

那么，是谁揭开这一谜底的？笔者1983年撰写《揭开西夏官印之谜》一文时
，曾闻“首领”二字，是黄振华先生译释，并写入文中。后见白滨文章，对此更有准确、具体的说明：“70年代初，黄振华从西夏文官印背款上的‘首领’‘大首领’等西夏文楷书受到启示，经过长期揣摩，始释出二字官印的西夏文九叠篆书印文为‘首领’二字，从而揭开了西夏官印印文之谜。他并对其所见72方西夏官印试为译释，撰成《西夏官印集释》一文，这是对西夏官印印文篆书最早的探索。”筚路蓝缕，功不可没，是很了不起的贡献。其后，李范文先生结合西夏陵出土残碑篆额的复圆与译释，苦心钻研，反复对比，对四字印、六字印进行了译释，并结合文献资料，进行考证，撰成《西夏官印考释》一文
。尽管对其译文，学界尚有岐见，但可成一家之言，也难能可贵。

以实物资料结合文献对西夏官印制度进行研究，是西夏官印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据西夏法典《律令》规定，西夏印章分“司印、官印”两级，司印是皇太子、中书、经略司、正统司等政府部门的印章；官印是三公、诸王、宰相等各级官员的印章。质地有纯金、纯银、铜镀银、铜四种。各依司位、官品等之大小、高低颁发，并规定了各等级印的质地、重量和大小尺寸
。孔云白《篆刻入门》说：“隋唐以来，各以印之方长厚薄分寸大小，以别官职之尊卑，品级之高下。非若汉仅以纽授为别也。”从上述记载看，在等级观念上，汉夏官印所体现的是完全一致的。另外，西夏官印大小与唐宋官印略同，所用字体也为唐宋九叠大篆，都反映了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。

学者们在看到西夏官印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的同时，还看到了西夏官印显而易见的特点。唐宋官印皆用赤文（阳文），西夏官印独用白文（阴文）；宋代官印背刻年款，西夏官印除年款外还刻姓名；宋代官印纽上已无穿孔，西夏官印仍保留古代印纽穿孔的形制
。这些特点，固然有西夏统治者有意强调其与宋制之不同，然而亦有实用的成分。西夏的军队，多由部落首领统率。官印纽上穿孔，仍是为了佩带，以适应其游动的生活。

西夏官印为模铸而成，但“首领”姓氏和年款为授印时所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印背不镌刻任何官职名称，而刻显示族帐世袭身份“首领”的名称，说明部落和族帐“首领”、“大首领”的重要地位，更是显示其权威的一种表现。这是保留固有民族传统在官印上的反映。

从现有资料看，西夏官印最早的是崇宗天祐民安六年（1095），最晚的是桓宗纯祐天庆八年（1202）。笔者著文时曾提出：为什么没有崇宗以前的，桓宗以后的西夏官印？难道崇宗以前没有用印之制，桓宗以后用印之制又有改变？据白滨研究，从宋元丰四年到八年的4年期间（即西夏惠宗秉常大安7年至11年，1081—1085），宋夏六次战争中，缴获的西夏“铜印”约30方，说明“西夏惠宗秉常时已铸官印，而且数量不少。”然而，这一问题并未根本解决，为何没有惠宗以前毅宗等朝、桓宗以后襄宗等朝官印的发现呢？另外，西夏官印为模铸而成，按说，其形制应大体一致，但现在所见，其尺寸大小，边框斜直，皆有差异，特别 “首领”二字，字字篆法不同；这是何因，尚难作出科学解释。我们相信，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，西夏官印的研究，必然会有新的进展。

刻有西夏文字的西夏铜牌、铜镜等也很重要，这里附带一谈。

西夏铜牌多为传世品，可分为三类：1、敕然马牌，圆形，套合式，合盖上鐫西夏文“敕然马牌”四字；可能与辽国“敕马走牌”一样，是皇帝亲授处理军国重事的凭证
。2、宿卫牌，多为长方铲形，上有悬佩銎孔，正面文字多为“内宿待命”四字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为“宫门后寝待命”六字；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。3、守御牌，圆形，上有悬佩銎孔；正面阴刻西夏文“防御待命”四字，背面为佩带者西夏文人名；是执勤军人的名牌。

此外还有：1、镀银铜牌，圆形，上覆带有銎孔的荷叶，牌上阴刻西夏文咒语“唵嘛呢”三字。2、铜镜，圆形，环周阴刻西夏文“唵嘛呢叭迷吽” 六字真言。这些器物，似与西夏崇奉佛教有关。

还有：小刀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，刀上有西夏文“夏智年”三字，刀柄有三角形小孔，可系带佩于腰间。西夏服饰有“垂蹀躞，佩解结锥、短刀、弓矢韣”
。此小刀，或即西夏人蹀躞带上所垂之短刀。
附件：

西夏钱币简表

	序号
	币　名
	铸造年代
	      大  版  别
	备注

	
	
	
	质地
	书体
	读法
	币值
	

	西夏文钱

	1

真
	　　　　（福圣宝钱）
	毅宗(1053-1056)
	铜
	行楷
	旋读
	小平
	

	2


	　　　　（大安宝钱）
	惠宗(1075-1085)
	铜
	行楷
	旋读
	小平
	

	3


	　　　　（贞观宝钱）
	崇宗(1102-1114)
	铜
	行楷
	旋读
	小平
	传世品

	4


	　　　　（乾佑宝钱）
	仁宗(1170-1193)
	铜
	真书
	旋读
	小平
	

	5


	　　　　（天庆宝钱）
	恒宗(1194-1205)
	铜
	真书
	旋读
	小平
	

	汉文钱

	6
	大安通宝
	惠宗(1075-1085)
	铜
	隶书
	直读
	小平
	

	7
	元德通宝
	崇宗(1120-1126)
	铜
	隶书
	直读
	小平
	

	8
	元德通宝
	崇宗(1120-1126)
	铜
	真书
	直读
	小平
	

	9
	元德重宝
	崇宗(1120-1126)
	铜
	隶书
	直读
	折二
	

	10
	大德通宝
	崇宗(1135-1139)
	铜
	隶书
	直读
	小平
	钱博、传世品

	11
	天盛元宝
	仁宗(1149-1169)
	铜
	真书
	旋读
	小平
	

	12
	天盛元宝
	仁宗(1149-1169)
	铁
	真书
	旋读
	小平
	

	13
	乾佑元宝
	仁宗(1170-1193)
	铜
	真书
	旋读
	小平
	

	14
	乾佑元宝
	仁宗(1170-1193)
	铜
	行书
	旋读
	小平
	

	15
	乾佑元宝
	仁宗(1170-1193)
	铁
	真书
	旋读
	小平
	

	16
	乾佑元宝
	仁宗(1170-1193)
	铁
	真书
	旋读
	折二
	存英国

	17
	天庆元宝
	恒宗(1194-1205)
	铜
	真书
	旋读
	小平
	

	18
	皇建元宝
	襄宗(1210-1211)
	铜
	行真
	旋读
	小平
	

	19
	光定元宝
	神宗(1211-1222)
	铜
	行真
	旋读
	小平
	

	20
	光定元宝
	神宗(1211-1222)
	铜
	篆书
	旋读
	小平
	


注：本表所列为可认定的西夏钱币。如细分小版别，可得一百数十种。

� 张澍：《索养堂文集·书天祐民安碑后》卷十九。


� 赵权之：《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》，《泉币》1940年３期。


   [3] 转引自丁福保：《古钱大辞典》下编第189页“永安一千”条。


� 牛达生：《西夏钱币辩证》，《中国钱币》1984年４期。本文比较集中的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。内蒙古图书馆编：《钱币书目提要》（1984年），称此文是“系统研究西夏钱币的权威著作。”


� 牛达生：《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认识——兼论洪遵〈泉志〉的钱图向题》，中国钱币，1985年4期。


� 牛达生：《隶书“元德通宝”论考》，《中国民族史研究·2》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，1989年。


� 唐石父：《四朝钱币研究管见》，《内蒙古金融》1985年“钱币增刊”。牛达生《我对西夏文折二“大安宝钱”的再认识》，肯定了唐老的看法。


� 牛达生：《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》，《宁夏社会科学》1986年８期。


� 金申：《西夏铁钱小议》、《中国钱币》1985年４期。


   � 史金波、聂鸿音、白滨：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（即西夏法典，简称《律令》）卷七“敕禁门”， 北京，法律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87页。


  � 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五七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0937页。


  � 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三二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3137页。


� 主要的有《西夏的丝路贸易与钱币法》、《西夏法典中的货币》、《西夏货币制度概述》等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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